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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供销社正处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 ,其演变趋势关系到供销社独特的制度安排的存在合理

性。目前 ,供销社面临着组织定位模糊、组织功能萎缩、组织基础涣散以及经营绩效不理想等诸多问题 ,

而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其产权制度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就整体而言 ,在供销社现存的行政化取向、

企业化取向和回归“三农”取向中 ,供销社回归“三农”是唯一现实可取的取向。但是 ,选择这种取向并不

简单 ,它需要供销社进一步进行深刻的改革 ,这也意味着供销社深化改革的中心环节应是安排恰当的最

终所有者和构建科学的治理结构。

[关键词 ] 供销社 ; 产权制度 ; 治理结构 ; 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 ] F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942X(2006) 03 0117 08

中国的供销合作社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主体 ,也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前 ,作为计

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供销社遍布农村 ,垄断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村生活用品经营三

十余年 ,成为政府控制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要工具之一 ,在当时中国农业与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

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和农业与农村经济格局

发生巨大变化 ,供销社在体制上、机制上和业务上日益面临严峻挑战 ,传统职能日渐弱化 ,传统优势

逐步丧失 ,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式微趋势 ,近年来似乎也远离我国学界、政界和

商界的话语中心。然而 ,一直以来 ,中央政府并未完全放弃这种制度安排 (如让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在国际合作社联盟中代表中国的合作经济组织) ,并不时推动其体制改革 ,以图在解决中国“三

农”问题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 ,近年来全国供销社系统自身也在积极推进“四项改造”(即专

业合作社、基层供销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农村经营连锁化) ,积极寻求体制创新的有效途径。不过

毋庸讳言 ,这种实践远未达到让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普遍认同、信服的程度。可以认为 ,作为一种

组织制度 ,供销社正处在其制度变迁的“战略转折点”上 ,供销社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的改革和发

展 ,将直接关系到供销社作为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的存在合理性。为此 ,本文试图对供销社目前问

题、产权安排及其演变趋势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供销社目前面临的问题

目前 ,我国供销社系统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为核心 ,有省级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31 个 ,地市

级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337 个 ,县级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 365 个 ,基层供销合作社 2. 6 万个。有社员

1. 8 亿户 ,职工 430 万 ,54 035 个独立核算企业 ,经营网点 50 多万个。2003 年度 ,供销社利润总额

达到 42. 3 亿元 ,截至 2003 年年末 ,全系统资产总额为 4 991. 1 亿元 ,社员股金为 70. 2 亿元[ 1 ] 。因

此 ,供销社系统可谓我国最大的非政府经济组织。

然而 ,在看到供销社的庞大组织规模和改革发展成绩的同时 ,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供

销社在改革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

1. 全系统虽已扭亏为盈 ,但经营绩效仍不理想。毋庸讳言 ,虽然自 2000 年以来供销社全系统

已连续 5 年盈利 ,但亏损面仍然较大 ,发展很不平衡 ,扭亏为盈任务依然沉重。仅就 2004 年盈利

49. 24 亿元而言 ,在全国 31 个省市区社中 ,上海盈利 5. 64 亿元 ,浙江 8. 46 亿元 ,山东 18. 99 亿元 ,

这 3 个省市加起来就是 33. 09 亿元 ,占整个系统盈利的 67 %。再进一步分析 ,山东省 18. 99 亿元

的盈利中 ,一个棉纺厂就盈利了几个亿。事实上 ,31 个省市中还有两个省汇总仍是亏损的 ,有 4 个

省盈利在 300 万元以下 ,仅处于盈亏临界点上。

2. 组织定位模糊 ,各相关主体思想纷杂。一方面 ,部分地方政府 (主要是一些市、县政府) 对于

供销社的组织性质和功能定位认识混乱。他们认为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日益市场化 ,供销社

的传统职能大为弱化 ,传统优势已然丧失 ,基层供销社和社办企业改革改制也已基本完成 ,所以不

再需要什么供销社了 ,或者也不指望供销社发挥什么作用了 ,更多的人则对供销社应否或能否组织

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多颇感疑虑。产生这些混乱认识的原因很多 ,但从根本上说 ,这与我国目前

对供销社缺少明确的组织定位及相关制度安排有关。而在实际中 ,部分地方政府将供销社一卖了

事的有之 ,将社有资产改为国有资产的有之 ,平调社有资产的有之 ,更多的则是将供销社边缘化 ,使

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利供销社改革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

面 ,一些联社、基层社以及部分职工对供销合作事业以及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认识不深、信心不

足 ,或只想着如何“进财政”、“吃皇粮”,而不思供销社的改革和发展 ,或只顾抓本级企业 ,而不思供

销社组织基础建设 ,或只沉醉于眼前的优势和成绩 ,存在自满情绪 ,缺乏忧患意识 ,更有甚者 ,个别

供销社的领导和职工不仅缺乏干供销合作事业、为“三农”服务的起码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而且假改

革之名行谋私之实 ,实际上已成为阻碍供销社深化改革、体制创新的既得利益者或集团。

3. 组织功能萎缩 ,亟待开拓新的作用空间。目前迅速的市场化进程和滞后的政府体制改革 ,使

得供销社系统的作用空间日渐缩小 ,组织功能日趋萎缩。一方面 ,供销社开展扭亏增盈以来没有特

殊的赚钱机会 ,也没有得到特别的政策支持 ,相反 ,化肥、棉花等传统业务完全市场化 ,政策性信贷

减少 ,很多地方的农业银行停止了对供销社的商业贷款。另一方面 ,由于部分地方政府 (主要是一

些市、县政府)对于供销社的组织性质和功能定位存在模糊认识 ,比较普遍地在当地各项工作中将

供销社边缘化 ,甚至意欲取消之 ,造成供销社无人管 ,无会开 ,无事做。

4. 组织基础涣散 ,组织体系受到严重削弱。供销社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其组织系统性。而基

层社以及参加基层社的社员是供销合作事业的组织基础 ,不仅事关供销社 (联社)体制问题 ,也事关

供销社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挥问题 ,更事关供销社的存在合理性问题。然而 ,从供销

社近年来改革发展的实践来看 ,基层社的建设和改造无疑是其最为薄弱的环节。当前 ,在疾风暴雨

式的企业改制改革后 ,虽然基层社的历史包袱明显减轻 ,冗员减少 ,机制趋活 ,但基层社数量锐减 ,

其中以基层社名义开展经营运作 (商品经营、资产经营等)大部分也主要靠收取门店、设施的租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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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 ,不再直接开展商品经营 ,基层社实现销售更只占全系统的很小部分 ,从而使其组织体系受到

严重削弱 ,为农服务功能大为萎缩 ,重组改造步伐十分缓慢 ,整体状况不容乐观。以浙江省为例 ,至

2004 年底 ,全省乡镇总数为 1 281 个 ,基层供销社为 492 个 ,其中包括 208 个仅保留牌子、没有社有

资产的基层供销社 ,扣除后 ,全省乡镇总数与基层供销社之比为 4. 5 ∶1 ,全省 88 个县级建制已有

16 个没有基层供销社。

5. 产权制度积重难返 ,成为供销社深化改革的“瓶颈”。产权制度问题是供销社改革发展中最

为深层、最为本质、最为关键的问题 ,既无法回避 ,解决也有相当的难度。可以认为 ,供销社诸多问

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其产权制度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二、供销社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

供销社诸多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其产权制度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而其产权制度的复杂性和独

特性就源于其制度路径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自 1950 年成立中华供销合作联社以来 ,供销社系统先

后经历了如下过程 :1958 年供销社与国营企业合并 ,1962 年恢复农村供销社 ,1970 年供销社再次

与国营企业合并 ,1982 年中央再次宣布要把供销社办成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性商业组织 ,

1995 年至今力图恢复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其间 ,供销社体制经历了由民办到官办 ,由集

体改全民 ,再由官办改民办 ,由全民改集体的多次反复 ,从而使供销社的产权关系变得极其复杂 ,已

远非 20 世纪 50 年代创建初期农民合作产权占主体的状态。可以认为供销社现有资产是在漫长的

制度变迁过程中由诸多相关利益主体经过复杂而独特的制度路径共同创造和积累出来的。

那么 ,供销社现有资产究竟应该由谁所有呢 ? 首先 ,供销社现有资产不能认为是国有资产。这

是因为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次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文件 (特别是国务院 1995 年 5

号文件)中明确指出 ,“必须坚持供销合作社集体所有制性质”,也因为在数十年制度变迁过程中 ,由

于种种缘由划归供销社所有的国有资产很难明确地界定是政府投资性质 ,还是政府对供销社服从

政府计划体制安排的报偿。其次 ,供销社现有资产 (特别是联社的资产) 也不能再笼统地认定属于

原始股东的。这不仅由于现有资产中最初创建时农民投入部分已被稀释得十分微薄 ,而且客观上

原始股东早与供销社失去了原有的组织联系 ,即使还有联系 ,也早已异化为类似借贷性质的关系。

再次 ,现有资产既不可能属于供销社职工 ,更不可能仅仅属于供销社改制改革后尚在编制中的一些

干部职工。虽然供销社职工为供销社的发展壮大以及资产保值增值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毕

竟他们不是供销社现有资产的投资者。如果说在供销社改制和深化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对供销社职

工进行某种形式的“优先”或“优惠”,实质上这既有对其过去贡献的“补偿”成分 ,更有对其实际拥有

的资产控制权的“赎买”色彩。因此 ,从整体上讲 ,供销社现有资产既非国家的 ,又非原始股东的 ,也

非现有职工的。

目前 ,各地关于供销社资产所有的说法大致有三种 :说法一 ,各级供销社 (及直属企、事业单位)

的集体财产属各级供销社所有 ,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那么 ,各级供销社又归谁所

有呢 ? 说法二 ,各级供销社理事会是供销社集体财产 (包括所属企、事业单位资产)所有权的代表和

资产的管理者。那么 ,同样的问题是 ,理事会代表谁 ? 即谁又是理事会的委托人呢 ? 说法三 ,供销

社财产属供销社社员集体所有。但这些社员又在哪里 ? 显然 ,以目前供销社模糊不清的资产归属

状况 ,这种貌似有所有者的说法往往等于没有所有者。实际上供销社资产的法人所有权始终是明

确的 :“各级供销合作社理事会是本级社集体资产 (包括所属企事业资产)所有权的代表和资产的管

理者。”换言之 ,供销社资产是由供销社理事会掌控的。而供销社资产的最终所有权似乎至少在名

义上是明确的 ,“各级供销合作社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中下列资产归供销合作社集体所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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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由于供销社产权关系极其复杂 ,委托代理关系相对薄弱 ,加之基层社在近些年企业化改革中消

失殆尽 ,组织基础 (特别是社员基础)严重缺失 ,所以 ,名义上似乎是明确的最终所有权 ,实际上根本

无法落实。因而 ,所谓供销社产权不清主要是指最终所有权不清晰 ,或者说最终所有者 (即投资者

主体)缺位。笔者认为 ,目前供销社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最终所有者缺位。

产权制度的缺失必然导致治理结构的不当。供销社治理结构的问题集中反映在供销社的剩余

控制权 (或资产控制权)配置上。一方面 ,由于供销社资产的最终所有者缺位 ,只有代理人 ,没有委

托人 ,因而在一定意义上 ,供销社 (理事会)的剩余控制权 (或资产控制权) 的授权缺乏“合法性”,供

销社 (理事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我授权”,进而也近乎必然地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缺位最终所有

者利益的侵碍。另一方面 ,随着供销社近年来企业化改革及改制的进行和完成 ,供销社正式职工也

所剩不多 ,目前各级供销社资产实际上是由几个或一群拥有控制权而缺乏收益权的内部人 (主要是

各级供销社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的。其实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中 ,内部人

控制并不少见。而供销社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关键在于在现行供销社体制中缺乏基本的针对内部人

控制问题的利益制衡机制 ,进一步说 ,这种“自我授权”或内部人控制没有真正经过供销社出资者的

公共选择过程。之所以没有经过供销社出资人的公共选择过程 ,是因为在现行供销社体制中没有

这种公共选择过程 ,或者名义上虽有此类程序 ,但实际上形同虚设。从理论上讲 ,完整的产权应是

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结合在一起并着落于同一主体上 ,关键是让决策者或控制者承担决策或

控制的全部财务后果。其他情况有二 ,一是有收益权而无控制权的人往往可能会不计资源损耗的

代价去追求收益 ;二是有控制权而无收益权的人往往可能会不思改进控制方法或滥用控制权[2 ]99 。

显然 ,目前供销社的治理结构基本属于后者。

问题还不止于此 ,供销社除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 ,还存在着外部人控制问题。在供销社现行管

理制度中 ,各级供销社中实际拥有剩余控制权 (资产控制权)的内部人 (主要是各级供销社的中高级

管理人员)非但不是由供销社出资者授权的 ,反而受命于一层又一层的上级领导 (外部人) 。这种外

部人控制的情况必然导致代理人目标函数中的“上级满意程度”居于优先位置 ,特别是当县市供销

社领导者由当地政府任命 ,三五年后不免流动时 ,“让领导满意”优于“对供销社负责”就在所难免

了。又由于是外部的“非所有者”委托 ,事实上的委托人 (上级) 往往比理当的委托人 (社员) 缺乏监

督激励。因此 ,供销社治理结构不当 (主要体现为内部人控制问题) 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由于产权

制度缺失 ,有外部人 (领导)控制而无内部人 (出资者)监督。

三、供销社深化改革的演变趋势

随着近几年供销社系统企业化改革基本完成 ,全国各地供销社在深化改革方面基本出现三种

制度演变态势 : (1)行政化取向 ,即力图将供销社机关人员纳入行政体系 ,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从而

使供销社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部分。(2)企业化取向 ,即力图将供销社彻底改造成股份制公司 ,或者

即使联社机关吃着“皇粮”,但主要精力还放在本级企业上。(3) 回归“三农”取向 ,即力图将供销社

逐步改造成为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在制度变迁理论视野中 ,当存在若干个可以实现潜在收益的制度安排时 ,行动团体决策者会通

过比较选择一个净收益现值最大 (即从新制度中获得的预期报酬减去预期成本的贴现值最大)的制

度安排。不同制度安排的行动团体不一样 ,不仅预期报酬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变迁成本也不一样。

自然 ,影响净现值的因素最后都可能影响制度选择。如收入和成本支出的时间结构、贴现率、筹资

方式、制度发展阶段等[ 3 ]295 - 305 。据此理论 ,尽管供销社行政化取向的诉求普遍存在于各地供销社

中 ,但这种诉求能否实现则主要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态度和决断。事实上 ,当地政府对供销社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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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净现值”判断并不同于供销社。对政府而言 ,建立起不再亏损、亏了也不找政府的供销社机

制比什么都重要[ 4 ]58 。因此 ,地方政府大多只是将供销社等同于一般的商贸企业 ,认为它根本不

属于行政机关。而且 ,即使少数供销社经费进财政 ,供销社与政府机关也存在本质区别 :供销社

既无行政执法权 ,也无依法管理社会的行政职能。因此 ,将此取向作为主要诉求既不合理 ,也不

现实。

各地供销社以企业化为取向的比例不小。特别是一些经营实力强大的供销社 ,其资产经营者

通常偏好于将企业做大做强 ,并不十分关心供销社系统工作 ,尤其当预期到制度创新将导致其对供

销社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削弱 ,他们就更倾向于对供销社进行股份制改造。应该说 ,这些供销社的企

业化取向也有其合理性。但是深入思量 ,做大做强本级企业又为了什么呢 ? 如果说做大做强本级

企业是为了最终将供销社改造成为与一般商贸企业并无二致的公司 ,那么 ,这就意味着供销社将放

弃其独特的存在基础和政治合法性 ,从而也就放弃了其根本的竞争优势和独特的发展天地。可以

想见 ,如果以此为基本取向 ,则全国供销社系统将迅速瓦解 ,这既非中央政府所愿 ,也非供销社系统

所愿 ,因而也就少有普遍实现的可能。

不难看出 ,供销社的存在基础、根本优势和独特天地只可能回归“三农”,换言之 ,就整体而言 ,

供销社回归“三农”是唯一现实可取的取向。在回归“三农”取向上 ,浙江省几个县级供销社的改革

实践或许能够对制度创新路径有所启发和提示。

如新昌县供销社主要的是走一条以发展专业合作社改造基层社的新路子。该社围绕当地主导

产业 ,积极联合各类主体 (如专业大户、龙头企业、涉农部门)共同组建专业合作社。近年来 ,该社先

后创建了兔业、名茶、农资、出口蔬菜、“小京生”花生、茭白、天姥山高山蔬菜、烟叶、花卉等十余家专

业合作社 ,这些合作社主营产品几乎都是当地面广量大、富有特色的名特土优产品 ,其销售额已占

全县农业总产值的 29. 5 %。同时 ,该供销社把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社作为改造基层社的一个切入

点来抓 ,全县 12 家基层社有 7 家已被专业合作社所取代 ,基层社原有的网络、场地、功能等在专业

社中充分发挥了作用。该供销社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社 ,为销售农产品、农民增收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 ,得到农民的大力支持和政府的充分肯定 ,被誉为“新昌经验”。

再如瑞安市供销社于 2003 年在浙江省率先发起组织了瑞安市农村合作经济联合社。“农联

社”现有成员单位 33 家。一类是投资股成员社 19 家 ,作为经营实体共同承担盈亏 ;另一类是身份

股成员社 14 家 ,作为合作互助单位 ,享受联合社服务 ,但不承担风险。由所有成员单位推荐 64 名

代表组成社员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 ,其中农民代表占 32 名 ;再通过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了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主任是法定代表人 ,由市供销社主任兼任 ,由农民代表担任监事

会副主任或常务理事。“农联社”主要从信息互通、科技引导、贷款担保、购销服务、政策协调等五个

方面开展服务工作。根据计划 ,在较好地运作“农联社”的基础上 ,该供销社将在组织结构、基层管

理、信息网络、技术服务、主导企业、农业保障、资产投资等七个方面与农联社实行融合 ,进而通过农

联社对市供销联社的替代以及提高自身功能 ,最终实现把供销社办成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

目标。

还有绍兴县供销社。该供销社与华通集团“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华通集团是县供销社社有

独资企业 ,参股、控股县供销超市、华通医药、华通房产、市场公司、供销大厦、农资、土特产、华通食

品厂、棉花收购公司、资产经营公司等 10 家成员企业。近三年来 ,县供销社的利润总额年均增长

45 % ,连续三年超历史 ;净资产年均增长 28 % ,创历史最高水平。2004 年 ,该供销社作为全省县级

供销社联合社体制创新的试点进行了改制。其体制创新的总体思路是“本级股份化、联社社团化、

退出资产基金化”。所谓本级股份化 ,就是以县社本级的 10 家股份制企业为基础 ,在社有资本部分

退出的同时 ,由省社、县社和经营者以及干部职工共同出资 ,组建规范的华通集团有限公司 ,使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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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为社有资产的主要实现形式 ,把集体利益和经营者利益紧紧联系起来。所谓“联社社团化”,就

是县社转变职能 ,重新定位 ,按照“自愿、互利、服务”的原则 ,逐步改造成为由各种专业合作社、基层

供销社和供销社本级控股、参股企业参加的合作经济组织的联合组织。联社以社团组织的形式办

理民政注册登记 ,实行民主管理 ,民主决策 ,民主监督 ,社团化运作 ,真正体现合作制性质。所谓“部

分社有资产基金化”,是指县社本级净资产中 ,由干部职工和上级社入股购买而退出的部分社有资

产和其他未进入华通集团公司的社有资产 ,通过建立县供销合作基金 ,明确由改造后的县联社负责

管理 ,本金不动 ,增值部分主要用于联合社所承担的社务 ,包括兴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农

村连锁配送网络、改造重组基层社及联合社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及其办事机构工作

经费等的支出。严格规范基金的管理、使用及监督 ,保证这块资产的完整和不流失。

显然 ,在以上三个案例中 ,新昌县供销社和瑞安市供销社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浙江省供销社系统

回归“三农”取向的典型路径 ,只不过后者比较直接地走到联社这一步 ,而前者则更多地把精力放在

再造供销社的组织基础上。这种典型路径的特点大约有 : (1) 首先 ,通常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大力发

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上 ,以再造组织基础 ; (2)然后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在具有广泛性的组织基

础上建立合作社联社 ; (3)合作社联社开放办社 ,吸收基层社、社办企业、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龙

头企业、涉农主体等各类主体 ,构建组织平台和服务平台 ; (4) 合作社联社民主办社 ,充分重视发挥

农民的主体作用 ; (5)合作社联社的各项服务功能均有相应载体承担 ,有实际内容 ,有实际作用。当

然 ,这种典型路径最终能否实现供销社在组织上、资产上、功能上向合作社联社的顺利转移 (特别是

在合作社联社正常运作后将供销社资产向供销合作基金的转变) ,尚有待时日 ,难下断语 ,但前景可

期。而绍兴县供销社则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类供销社通常经济实力比较雄厚 (一般都有相当数量

的优质资产) ,他们的发展倾向常常在于企业化而不在合作化。在这种路径中 ,其体制创新的关键

往往体现在以下几点 : (1)如何对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本级企业建立多元投资主体的现代企业制

度 ,从而既使供销社资产保值增值 ,又能充分激励公司员工 (特别是现在供销社领导班子和经营骨

干) ; (2)如何在再造供销社组织基础与积极发展本级企业之间求得合理的均衡和共通之处 ; (3) 如

何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以确保较大数额的供销社合作基金的合理使用 ; (4)如何防止供销社资产在

改制过程中流失 ;等等。比较明显的倾向是 ,此类供销社今后发展的重点可能在于通过依托社办企

业的优势和特点 ,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为“三农”提供综合服务。上述这三个案例都表明 :

如何有效地重组县供销社联合社 (或合作社联社) ,是今后能否真正实现供销社的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的性质、能否真正保证供销社资产 (特别是供销合作基金)服务“三农”的关键。

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 ,供销社回归“三农”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多年来供销社回归“三农”

的实践之所以远未使各级政府和广大农民普遍认同、信服 ,主要就在于供销社一直未能在产权制度

以及治理结构上进行有效的改革和创新。所以 ,供销社要在回归“三农”取向上有所作为 ,就必须在

产权制度以及治理结构上真正有所作为。换言之 ,供销社深化改革、体制创新的中心环节就在于安

排恰当的最终所有者和构建科学的治理结构。

首先 ,必须安排恰当的最终所有者。针对供销社产权关系颇为复杂这一现实 ,人们常应对的办

法是明确企业现有产权的归属。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一种理论观点是张晓山等提出的“两种组织

资源对接”的思路。该理论认为 :“供销社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发展壮大之后 ,赎买供

销社的资产或股份 ,雇佣供销社的干部职工 ,从而以专业合作社或专业协会为主体 ,改造、融合和

‘吃掉’供销社。”[ 5 ]43坦率地说 ,这种观点过于理想化了。还有一种办法是对企业现有资产进行一

次彻底的清算、评估 ,对净资产部分根据起源不同理顺产权关系 ,明确其归属。此办法粗看起来很

彻底 ,实际上费用太大 ,也不一定有利于供销社进一步发展。其实 ,从根本上讲 ,重要的并不是要如

何彻底明晰供销社产权关系 ,而是要如何通过明晰供销社产权关系 ,有利于供销社的发展 ,有利于

221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36 卷



供销社在新形势下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因此 ,既然供销社现有资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形成和

积累过程十分复杂和独特 ,那么 ,一种比较合理的思路便是如何创设相对有利于供销社今后健康发

展的财产制度安排 ,创设一种新的财产“初始状态”。据此 ,比较可行的方案就是除了有明确的个人

所有者的资产外 ,供销社现有资产作为合作社联社或联盟的不可分配资产 ,归属于具有广泛组织基

础的该级区域合作社联社或联盟所有 ,并由合作组织章程乃至相关法规规定用于当地农村合作事

业。当然 ,这又回到讨论的原点上 ,即谁为该级区域合作社联社或联盟的“主人”。我们说 ,所谓安

排恰当的最终所有者 ,就是通过开放办社 ,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广泛吸收类似农业大户、农

业企业等涉农主体加入供销社组织 ,并使他们成为新时期新的供销社的新组织基础和“主人”,将供

销社重新回归“三农”,重新还给农民 (农业从业者) 。

其次 ,必须构建科学的治理结构。如果我们将供销社现有资产 (除有明确的个人所有者之外)

视为合作组织不可分配资产 ,让它归属于具有广泛组织基础的该级区域合作社联社或联盟所有 ,那

么 ,供销社现有资产的治理结构 ,无疑应根源于具有广泛组织基础的该级区域合作社联社或联盟的

科学而合法的公共选择过程。在此意义上 ,我们可以认为 ,也许只有当供销社具有了相当广泛的组

织基础时 ,也就是供销社集合了具有相当覆盖面和代表性的基层社、专业合作社及其社员时 ,才会

有真正意义上的联社或联盟。因此 ,对于供销社而言 ,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不仅是必需的 ,

更是迫切的 ,因为它对于供销社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展其组织功能 ,更在于重新建构其组织基础。

总之 ,要构建一种我们认同的供销社治理结构 (在一定意义上也即供销社资产管理体制) ,最终还将

具体地落实到剩余控制权 (即资产控制权)的优化配置问题上。由于供销社资产在法权形式上是一

种共有资产 ,属于集体资产范畴 ,因此 ,我们对剩余控制权的监控最终可能只落实到基于公共选择

过程的集体监督和基于行政管理体系的对代理人领袖的行政监督上。如何才能使集体监督得力

呢 ? 一般认为 ,决定集体监控力度的主要因素有二 :一是监控费用 ,二是成员间相互依赖程度。在

作为合作组织联盟的供销社联社的公共选择过程中 ,就意味着供销社的组织基础必须是更多的具

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一定的产业影响力和一定的组织关注度的合作组织、农业大户和农业企

业 ,而不是一个个普通的分散农户。只有具备这样的组织基础 ,才有可能产生具有实质意义的委托

代理关系和真正得力的集体监督。至于对代理人领袖的行政监督问题 ,则更类似于对国有资产经

营者的监控问题。因此 ,社企分开是必要的 ,换言之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 ,让联社或联盟领导列

入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 ,从而接受行政监管 ,也就不失为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了。

总之 ,在回归“三农”的取向上 ,供销社深化改革、体制创新的实质就是 :在新形势新阶段 ,努力

构建一个既与农民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同时又实行开放办社的合作经济新体系 ,切实为解决我

国“三农”问题做出重要贡献。供销社深化改革、体制创新的基本思路应为 :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

为供销社的组织定位 ,通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广泛吸收社会

各类为农服务组织再造供销社的组织基础 ,通过积极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重塑供销社的组

织功能 ,进而完成以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转型为核心的体制创新。换言之 ,也就是要明确组织

定位 ,明晰组织产权 ,再造组织基础 ,重塑组织功能。无论如何 ,我们最为希冀的是供销社通过凤凰

涅 　般的制度创新 ,把自己办成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最终使自己成为中国农民的利益代

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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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in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Problems , Property Right s and Tend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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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in China ,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the

planned economy system , are known as a unique economic entity. Befor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2up , t hey served as an important tool wit h which t he government cont rolled agriculture ,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a sense , t his kind of organization once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Chinese agricult ure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in t he count ryside. Af ter t he reform and opening2
up , however , it has been faced wit h rigorous challenges and t hen gradually lost it s t raditional

superiority due to t he dramatic develop ment of t he count ry’s market economy.

Recent years have wit nessed t he st rategic t urning point of it s instit utional t ransition , and it s

t rend of evolution will have a bearing on t he rationality of it s existence as a distinct instit utional

arrangement . Undoubtedly , t he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 as an organization is currently

being faced wit h many p roblems , such as it s complex property right s , vague positioning ,

shrinking f unctions , loosed basis and weak performance of t he organization. In t he above2
mentioned problems of t he cooperative , t he most f undamental one is t he absence of t he ultimate

owners , which will certainly lead to t he inappropriate governance st ruct ure t hat normally appears

to be t he insiders’ domination over t he residual claim. On t he whole , t he cooperative has t hree

options at t he moment : being oriented to ″agricult ure ,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to an

″administ rative instit ution″, or to an ″enterp rise″, among which the first orientation is the most

realistic and feasible , compared wit h t he ot her two . But it is no easy job at all to choose t he first

orientation , as it is required t hat t he cooperative should undergo a f urt her and deeper reform

aiming at coping wit h t he f undamental p roblems that t he cooperative faces. In other words , t he

key link of t he reform is how to identify t he p roper ultimate owners and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governance st ructure.

Key words :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 p roperty right system ; governance st ructure ;

instit utional t 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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